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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情感视角下的城市移民品牌化路径研究 

——以广州非裔聚居区为例 

罗志伟 1a，林银斌 1a，王敏 1a,1b 

（1. 华南师范大学，a. 地理科学学院，b. 亚洲地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摘要：随着情感成为城市品牌的重要资产，非营销人员介入的意义创造过程日益受到重视，从居民的角度

解读情感的空间性为城市品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运用案例研究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以广州非

裔聚居现象及其意义生产为例，探讨居民情感的发生如何受到媒体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审视居民情感对城

市移民品牌塑造的作用，初步剖析居民情感驱动的城市移民品牌化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尽管地方政府

并没有利用非裔聚居现象及其文化景观构建品牌叙事，但居民基于人地情感关系，感知、想象和认同地方

的意义，进而无形地塑造着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品牌。然而，居民情感也并非是连续、统一的整体，城

市内部的有机发展使居民与地方产生差异化的情感互动。在媒体表征与个体生活经历的影响下，居民对非

裔群体的积极和消极情感分别对城市移民品牌化起到建设性和破坏性的作用。研究呼吁关注居民自下而上

的情感表达对城市品牌构建的意义，以期为城市形象管理提供现实参考。 

关键词：城市品牌；情感；非裔聚居区；广州 

0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与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广州作为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

开放的枢纽城市被置于全球和国家层面的重要地位。《广州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将

“建设活力全球城市”作为目标愿景，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广州正迈向开放、包容的全球城

市（global city）建设。作为包容性城市形象的重要维度，对国际移民的接纳是这一目标的具

体表现，而建立城市移民品牌也就成为全球城市竞争的一种手段。城市移民品牌是在经济结

构调整背景下，族裔景观被商品化和品牌化的结果[1]。不少研究关注到城市移民品牌及其社

会功能对城市形象推广的重要性[1]，或关注到城市如何在其品牌战略中设计与移民有关的地

方营销[2]。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营销构建移民品牌叙事，城市移民品牌正成为推广包

容性城市形象的重要工具。总体而言，目前尚缺乏在“共同创造范式”（the co-creation 

paradigm）下对不同利益相关者作用的思考[3]。城市的有机发展使城市意义具有复杂性，居民

作为影响城市发展的关键行动者，是塑造城市品牌化实践的重要力量[4-5]。不可否认，确有部

分城市考虑到城市政策与居民态度之间的关系，以期帮助解释接纳移民的社会经济效益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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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主张，从而调动居民共同建设和维护城市品牌的积极性。然而在本质上，这类城市品牌化

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政策主导语境下，居民主动或被动参与的次要地位，

而对居民自下而上的集体行动如何构建起城市品牌缺乏足够的考虑。通过围绕特定物质环境

和文化符号的日常生活实践形成对城市空间的感知，居民无意识地塑造着城市品牌的意义[3]。

鉴于此，探讨居民日常生活的人-地情感互动，有助于洞悉个体赋予地方意义的逻辑[6]，这对

于探索成功的城市移民品牌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广州小北和三元里等社区聚集了大量非洲移民，城市空间景观和意

义的更新在全球化-再地方化的进程中持续上演[7]。基于此，研究选取广州作为研究区域，分

析居民感知非裔空间的情感发生逻辑，尝试剖析居民自下而上地构建城市移民品牌的路径。

以期丰富城市品牌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实证案例，为城市品牌建设提供参考价值。 

1 城市品牌与居民视角 

全球城市、地区和国家正面临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影响，经济、文化和社会格局的变动

使地方之间的多领域竞争加剧[8]。一系列复杂的挑战刺激了与地方推广、地方营销、地方品

牌相关政策的发展，以增强城市的竞争力。Boisen 等人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四方面的原因：政

府从管理型向企业家型的转变，新自由主义范式被纳入到许多国家的议程中，中央政府将更

多权利赋予城市，以及全球城市网络的构思[9]。然而，地方推广、营销与品牌并非新事物，

其存在已有数百年的历史[10]。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规划人员从简单将市场营销知识迁移到

地方，发展出适用于地方的，由多种营销手段组成的营销组合，对城市形象进行营销[11-12]。

随着营销组合局限性日益凸显，在寻求改善的过程中，品牌的概念出现，并成为后现代营销

中至关重要的一环[13-14]。城市品牌是产品品牌在地方的应用，把城市视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加

以营销，其目标在于创造独特性，树立清晰的城市形象，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15-16]。 

尽管人们对城市品牌实践越来越感兴趣，但由于其跨学科的特点，尚未有一个被广泛认

可的定义[17]。目前大多数的定义都强调了利益相关者在城市品牌塑造过程中的重要性[9,18-19]。

一个地方的品牌，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对话的结果[20]，也是个体意义的协商[21]。他们既可以接

受也可以控制品牌含义[22-23]。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使城市品牌不同于一般的产品或企业品牌，

显得更为复杂和不可控[10]。一个成功的城市品牌应尽可能地将广泛的相关群体纳入到决策的

过程中，体现其民主合法性[24]。在一般研究中，利益相关者可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4]，

内部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城市管理者、居民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则主要包括游客、移民

等[25]。本文主要关注的利益相关者为移民群体及居民。 

随着国际迁徙日益丰富着城市意义[26]，人们开始关注到移民这一特殊群体在城市品牌化

中扮演的角色[27-29]，城市移民品牌应运而生。一方面，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可以成为城

市品牌的重要资产[29]。移民从原籍国带来的经济、文化、宗教和语言特征满足了公众对文化

差异性的兴趣[1]，一些城市将其商品化作为卖点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28]。族裔的多样性还

被视为衡量城市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维度[30]，通过庆祝节日、文化旅行、打造族裔社区的方式



创建引人注目的叙事[31]，许多城市将自己标榜为“创意城市”、“多元城市”、“国际化都市”

和“全球城市”以吸引外来投资[32]。另一方面，在城市品牌化过程中，处理多样性也被视为

一种挑战。将多样性反复纳入到城市品牌的叙事中，有可能带来社会排斥[33]。采取以经济原

理主导的城市品牌方法往往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将品牌塑造为一种简单而有限的营销策

略[34]。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文化的多样性被过度商品化，侵蚀了其原本的意义，变得同质

化[35]。这种趋势将对城市形象产生不利的影响。 

值得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品牌都会凸显移民所带来的多样性特征[29]。城市品牌

可能成为城市管理者的一种政治工具[36]。关于移民问题的政治讨论，可能影响到品牌的稳定

性[27]。由于城市品牌是有目的地突出城市的某些特征[37]，为了避免城市品牌战略的政治化，

管理者对移民的多样性保持谨慎的态度[29]。他们不做出选择，而更倾向于争取共同的利益[38]。

总而言之，移民已是品牌研究必须关注的主体之一，但这一主体在过往研究中容易被忽略[25]。

Kavaratzis 呼吁学者们应关注移民问题，将城市品牌与时代发展联系在一起，发挥城市移民品

牌对社会的贡献[39]。本文所探究的广州非洲族裔在城市品牌发展中的角色是对这一呼吁的回

应。 

外部利益相关者是城市品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如果不充分考虑对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影

响，则会导致品牌传播的失败[4]。Kalandides 等人提倡一种“以居民为导向”的城市品牌，认

为居民是城市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品牌的传播者和制定品牌政策的参与者[40]。在

这种共识下，城市品牌往往嵌入到地方社会背景以获得本地居民的认可[4]。例如，通过将与

本地居民密切相关的传统产业进行品牌化，万隆市维持了社会经济的发展[41]。首尔市则通过

引起本地居民的共鸣，实现了政策范式的转变，体现了城市品牌的转型价值[42]。未得到居民

认可的品牌，则可能引起“反品牌”的斗争[43]。 

然而，构建一个获得居民认可的城市品牌并不容易，城市管理者几乎无法控制居民的体

验[44]。居民并非一个连贯的整体，而是具有不同偏好的个体[40]。地方也是多功能性的，每个

居民都可以在地方提供的不同空间水平中表达自己的看法[11]。几个世纪以来，城市逐渐从经

济交流的空间变成了发生各种体验的空间[45]。学者们将品牌体验分为不同的维度，以量化的

形式衡量人们的体验[46-48]。一系列案例研究扩展了品牌体验在不同领域的应用[49]，但实际上

仍是有待探索的领域[50]。品牌体验的研究多集中于目的地品牌研究中，主体多为游客与地方

管理者，缺乏从居民的角度进行考量[51-53]，从人们的情感出发探讨其对品牌构建的影响则更

少。地方不仅仅是冰冷的物质空间，更是社会文化意义的空间载体。话语、符号、个体价值

和社会关系等要素彼此关联与叠合，使地方意义的建构和再建构呈现出多样性和动态性的特

征[54]。在体验、感知和解读地方的过程中，个体的差异化情感实践不断塑造着地方的特性。

在此意义上，居民情感对城市品牌形象的构建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6]。 

综上所述，不同于多数文献集中于研究品牌推广下人们获得的体验，本文转向居民的情

感体验对城市品牌化建设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关注特定政策背景下的媒体话语转向和个体生

活经历对居民情感发生过程的影响，进而分析居民情感如何实现城市品牌的构建。 



2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概况 

广州是中国第三大城市，2020 年常住人口约为 1 867.7 万人。作为华南门户城市，广州长

期处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1757 年，清朝开放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广州十三行是当时惟

一合法的外贸特区[55]。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作为中国领先的经济改革区域吸引了大量外国创

业者，并逐渐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制造业、商业中心和贸易中转站。完善的市场体系、

便利的入境口岸和相对宽松的外国人管理制度使广州成为中国外籍人员占比较高的城市之一。 

21 世纪以来，伴随全球化发展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广州的非裔人口数量迅速增加，

他们涌入城市空间并与当地政府和居民展开互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邂逅引发了文化碰撞，

但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地方身份也创造了合作的空间[56]。在此过程中，非裔群体与本地居民的

互动不仅塑造着城市空间景观，也丰富了广州包容性的城市文化内涵，并成为广州城市意象

的一部分，因而是研究城市移民品牌的典型案例。 

2.2 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这有助于深入分析所关注的社会现象[57]。首先，收集整

理既有研究关于广州非洲族裔的主要分布区[58]，并结合研究者的日常生活体验，作为确定访

谈对象的依据。其次，由于研究者与非裔聚居区的邻近性，通过日常生活的经验观察对城市

社会空间的演变展开现象学解读。最后，在 2020 年 2 月至 9 月期间，研究基于信息导向原则，

以达到资料饱和效果为目标，通过滚雪球抽样对 23 位广州居民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

象由不同社会背景（年龄、身份和非裔社区居住史等）的广州居民组成（表 1），其中包括 17

名有非裔社区居住史的居民，6名无非裔社区居住史的居民，以此确保样本结构具有一定的典

型性。访谈的重点在于了解居民对广州非裔空间的感知、体验及情感态度。由于访谈处于新

冠肺炎疫情流行初期，我国实行严格的居家隔离政策，因而以在线访谈为主，以线下访谈为

辅。为增强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完整性，研究也尽可能地收集地方志、官方政策文件和媒体

报道等相关文本作为辅助性材料。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 1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terviewees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非裔社区居住史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非裔社区居住史 

A01 男 21 学生 
曾居住于天河广场

附近 
A13 男 25 留学生 曾居住于小北 

A02 女 21 学生 
曾居住于天河广场

附近 
A14 男 25 学生 居住于小北 

A03 男 46 公司职员 曾居住于淘金 A15 女 23 学生 居住于小北 

A04 女 49 自由职业者 居住于三元里 A16 男 25 公司职员 居住于三元里 

A05 男 27 自由职业者 居住于三元里 A17 男 23 学生 曾居住于小北 



A06 男 42 公司职员 居住于三元里附近 B01 女 28 教师 无 

A07 男 34 服装批发业主 居住于三元里 B02 男 23 学生 无 

A08 女 25 学生 曾居住于小北 B03 男 20 学生 无 

A09 女 24 公司职员 居住于三元里附近 B04 女 20 学生 无 

A10 女 25 公司职员 居住于三元里 B05 男 19 学生 无 

A11 女 24 公司职员 居住于小北 B06 男 21 学生 无 

A12 女 未透露 教师 居住于小北           

注：样本信息收集截至 2020 年 9 月。 

3 非裔聚居现象与城市移民品牌化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的高速发展营造出现代化的城市景观。与此同时，“底层全球化”

（low-end globalization）过程生产出多元异质的社会文化空间。一方面，珠江新城等片区的

高档社区聚集了广州的高端涉外商务中心；另一方面，小北和三元里等片区的空间景观特征

则被认为是广州“实际存在的国际化”[58]，大量国际移民占据和改造着复杂的社区环境，不

仅造就了鲜明的异域风情，也构建起文化碰撞、冲突十分突出的场所。归因于移民阶层的边

界效应与社会文化的区隔，欧美、日韩等外籍人员与本地居民接触较少。相比之下，大量非

洲商客出于各种需求与当地政府、居民、空间环境展开更频繁的相遇，并在暂时性和不稳定

性环境下协商其日常生活实践。随着文化碰撞与互动加深，与非洲族裔相关的地方营造逐渐

演变为具有“广州特色”的城市景观。值得强调的是，非裔聚居现象及其文化意义作为广州

城市移民品牌的体现，超越了移民流动的表层含义。 

20 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吸引了大量非洲人怀着“淘

金梦”从东南亚地区迁往广州，他们首先在三元里和环市东路等片区聚集[59]。人员身份主要

是跨国贸易商，部分为学生、专业人士、旅行者和其他从业人员。21 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中非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广交会”吸引了大量非洲商人前来参展。受

贸易往来和工作需求的驱动，良好的区位条件促使非洲人迅速涌入当地社区并建立社会关系

网络。部分公寓、酒店和市场开始在“巧克力城”兴起，如陶瓷大厦、天秀大厦、国龙大厦

等区域成为开展国际贸易业务的场所；本地商家开始提供多语言的向导或雇佣代理人，并提

供非洲风格的饮食服务及其他吸引非洲商客的服务；面向外籍人士的签证申请、机票预订、

货物包装、国际电话和医疗服务等业务取得发展[60]。通过中非之间经济往来的集体投入，一

个跨国空间逐渐被构建起来[61-62]。但随着时间推移，非裔群体性聚居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

融入与区隔的问题。一方面，签证等制度层面的限制与文化差异形成了“排斥性机制”，非裔

群体基于“谈判”需求结成非正式组织，进而强化了群体间的边界划分。此外，媒体对生活

方式差异、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的负面报道使非裔空间污名化，并塑造了部分居民对非裔群

体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尽管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但共同的经济目标和相互依存、互惠



互利的商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信任关系的发展，部分非裔和本地居民设法适应彼此的

文化差异，甚至建立了超越常规商业合作的亲密关系[63]。总体而言，尽管存在负面看法，但

非裔群体与当地居民的日常接触仍然是常规和有序的。也正是在双方的持续互动下，非裔聚

居区所体现的包容性城市文化逐渐外延为广州的城市名片。 

伴随城市转型浪潮，部分非裔开始离开广州，迁往邻近的佛山市、国内外其他城市或原

籍国[56]。2014年广州市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披露，当年 1月-10月“从广州出入境的非洲

籍人士总计 43.8 万人次，其中在广州居住的实有非洲人约有 15 570 人，常住人口 4 096 人左

右”①。2019 年广州市政府公布的数据则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广州在住外国人共

86 475 人，非洲国家人员共 13 652 人，占全市在住外国人总数的 15.8%，受新冠疫情影响，

还有 5 万多外国人尚未返穗，其中包括非洲国家人员 4 553 人②。在严格的签证制度和疫情影

响下，在穗非裔人口数量逐渐减少，但小北和三元里一带的商业大楼、市场、商店和社区依

然活跃着非洲人的身影，小北和三元里也就保持着其作为非裔客商贸易、社交场所的作用[64]。

总之，高辨识度的族裔景观与包容性的文化氛围已构成广州城市移民品牌的重要方面。 

综上，非裔与城市空间的互动持续丰富着广州的城市文化意义。研究观察发现，地方政

府并未刻意利用族裔景观来推广城市形象，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当地居民通过无意识的日

常行为和情感表达构建起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移民品牌。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居民

情感如何构建了广州的城市移民品牌。 

4 居民情感塑造城市移民品牌的路径 

空间充满了人的情感体验[65]。通过日常生活的体验和想象，生活在空间中的人构建出一

个有意义的“地方”。城市居民在城市生活中形成的内生性的价值认定也就成为城市品牌建构

不可忽视的力量[66]。通过访谈发现，居民对非裔群体的感知受到媒体和生活经历的重要影响。

研究基于两个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分析居民情感的发生过程及其对构建城市移

民品牌的影响。 

4.1 媒体对居民情感的影响 

研究首先关注到媒体作用下居民对非裔的看法。归因于群体间的边界与隔阂，非裔群体

作为客居广州本土社会的“他者”，在进入广州初期难以得到当地政府和居民的认可。短暂停

留的特性使其游离于地方制度和文化体系边缘，且通常被认为是导致城市治安混乱和公共卫

生问题的不稳定因素，长期积累的矛盾甚至使非裔群体与地方管理者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

随着非裔社区 2009 年“7 · 15”事件③和 2012 年“6 · 18”事件④等冲突事件的发生，地方政府

日益重视与非裔群体有关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问题，并将这种转变投射到媒体话语的建构[67]。

                                                   
①  http://www.chinanews.com.cn/sh/2014/10-31/6738888.shtml. 
②  https://www.xkb.com.cn/article_611658 
③ http://news.sohu.com/20090717/n265283322.shtml. 
④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vTEU. 



尤其在近十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重视，在中非友好的

地缘政治话语下，主流媒体开始通过互联网和纸媒等多种途径来引导居民形成对非裔的积极

表征。如《南方日报》在“数万非洲人生活在广州？这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一文中报道了

中国人积极帮助非洲人融入广州的事迹，以此倡导人们包容非裔：“广州是一个开放城市，但

是他们要融入广州这座城市，并没有那么容易……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像李

东这样的人开始关注、研究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帮助他们融入这个城市”[68]。此外，主流媒

体也报道了非裔主动融入广州本土社会的故事，通过塑造正面的非裔群体形象及其空间特征，

鼓励群体之间良性的双向互动。如《广州日报》在“外籍义工米歇尔在广州：中秋学做月饼，

探望社区独居老人”一文中报道：“在登峰街道，像米歇尔一样的注册登记的外籍义工已有

30 来人……他们通过街道社区活动找到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愿意为社区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力

量，登峰街道也成为近年来广州市社区文化融入的典范”[69]。由此来看，改善城市空间治理

的需要促使主流媒体积极引导居民对非裔群体的看法。在主流媒体表征的体系下，部分居民

开始理解非裔群体相对“弱势”的地位，并尝试接纳非裔群体在广州的存在。例如 BO1 认为：

“不能对非洲人一概而论。一些非洲人在广州也会成为弱势群体，也需要我们的关注”；A17

认为：“素质好的非洲人还是挺欢迎的……我觉得算是广州的一种城市特色”。透过这类观点

发现，当地居民在接收媒体信息时伴随对非裔空间的反思，在经历媒体话语转向与形象再塑

之后逐渐理性看待非裔群体的存在，部分居民开始关注到非裔融入广州所产生的正面影响，

甚至认为非裔群体对城市文化意义的丰富能成为广州的“城市特色”。 

然而，部分媒体则通过传播负面消息，使非裔空间污名化。2020 年 4 月，一篇题为“广

州黑人爆雷！两个孩子被传染，六大谜团待揭开”的不实报道激发了部分公众对非裔的负面

情绪。恶意挑拨非裔与当地居民之间关系的言论和行为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非裔空间的标签化

和污名化。另外，此前关于非裔空间治安和卫生问题的负面消息亦强化了部分公众的刻板印

象。对此，当地居民认为新闻媒体不应将某些个体的不文明行为片面地引申为非裔群体的整

体形象，例如 A06指出：“现在广州疫情控制好了，反而输入病例显得多了，这就歧视黑人是

不是有点过分？难道欧美人、中东人、日本人、韩国人就没有新冠病毒？……本身广州人就

是极度具有包容性的，只要不影响别人的生活，广州人不会指责他们。对于广州人而言，他

们也就是普通人，我认为非裔总体安分守己”。相比于矮化、污名化非裔群体的行为，当地居

民表达了平等对待非裔的观点，强调失真报道并不符合广州人包容务实的态度。随着双方在

实践和情感层面的互动加深，当地居民趋向于客观看待非裔聚居现象，个体的情感表达也就

支持了广州作为不同群体的“共同家园”的观点，如 A08指出：“现在已经包容很多了，我觉

得懂得独立思考的人也（比以前）多了……（广州）现在的情况就是大家都是生活在广州的，

就是广州的居民”。“广州居民”的共同身份不仅仅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绑定”的结果，也是

个体或群体通过对地方意义的体验和诠释而形成的身份认同[70]。因此，当居民与非裔群体作

为城市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对媒体信息的解读和加工唤起了居民的地方意识。其结果是，负

面报道对广州城市形象的破坏不仅会污名化非裔空间的整体形象，也会使居民产生对地方认



同受到威胁的危机感，进而形成抵制片面、刻板和不实信息的自觉行为，如 A07批评道：“官

方的是正常的报道，但是那些自媒体完全是为了噱头，简直就是瞎扯，完全是带节奏……我

觉得这是很影响国家和城市形象的”；A11 表达对刻板印象的不满：“虽然住在黑人聚集区附

近，但毕竟住了二十多年，都已经很习惯他们的存在了……不喜欢人家一提到我家那边只能

想到黑人区”。 

由此观之，主流媒体的话语转向正通过介入社会舆论环境的营建，引导居民对非裔空间

的积极表征，而部分媒体（特指不代表官方立场的媒体）对非裔空间的负面表征则被认为是

片面的或脱离真实情况的。基于此，媒体信息激发居民对地方的情感联系，并通过认知的重

塑和反对污名化的具身实践，支持了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氛围。 

4.2 生活经历对居民情感的影响 

研究其次关注到日常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居民对非裔的态度和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广州

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员前来“逐梦”，多元异质群体的交融塑造了开放、包容的

城市特质。随着这部分群体以广州居民的身份融入地方社会，相似的人生历程激发了他们对

非裔处境的理解等情感共鸣。例如，A12 将个人生活经历与广州的文化氛围联系起来，强调

对非裔群体的包容是广州城市文化的具体表现：“我是一个外地人，进入广州时，我也获得了

这样的包容，所以非裔的朋友进入广州，他得到这种包容和发展的机会，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事，是跟广州的形象和文化氛围相匹配的”；A07 与非裔的日常接触则使其产生群体身份认同

感，认为部分勤奋刻苦的非洲人也应得到平等对待：“我也是外地人，我能理解那些外国人，

其实我们也都只是在广州漂着而已……我还是会带着友善的眼神去看他们，跟他们好好相处”。

透过这类观点发现，地方意义从具体的事件中被剥离，其结果是地方认同感唤醒了居民在使

用、体验和建构空间过程中形成的城市记忆，进而使共同的生活经验成为集体性地方身份认

同的来源。基于此，非裔的“广漂”身份使外来居民产生对非裔的情感认同，居民对非裔的

同理心也就进一步支持了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 

另外，地方生活经验的增长引发居民个体认知的流变与地方意义的再现，进而推动了居

民对非裔的“陌生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的消解。广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城市，

肤色、体型和体味等身体特征给当地居民带来感官冲击，与陌生群体的心理隔阂促使部分居

民主动营造出与非裔的社交边界。但随着居民与非裔在公共或私密空间频繁相遇，群体间的

交集和互动随即发生，双方设法理解和适应文化差异的迹象日益明显，认知困境的破除与地

方认同的再现也就促进了群体间关系的改善。其具体表现为，生活在“地方”的居民会基于

切身体验和价值判断重新审视非裔群体的意义，例如 B03 指出：“小时候并不喜欢黑人，因为

他们身上总是有股很刺鼻的味道，个个人高马大的，会有种恐惧感。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慢

慢觉得他们就是普通人……他们也算是半个广州人。还是要学会去理解他们，包容他们吧，

毕竟都是为了生活甚至为了生存”；B04 援引疫情期间非裔受到排挤的新闻，并结合生活经验

谈道：“网上有一些对在广州的非洲人的不好的言论，但是我觉得这类言论大部分都不是广州

人的心声，广州人并不那么排外”。由此来看，日常生活中关于地方的文化表征是影响居民情



感发生和流变的重要因素。通过感知、联想和共情的情感实践，居民对非裔的认知也逐渐发

生转变，体现为从陌生到排斥，再到逐渐尝试接纳的过程，并将这种对不同文化群体的包容

定义为广州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居民感知非裔空间的情感发生过程亦是居民无意识地构建起城市品牌意义的

过程。由于非裔占广州总人口的比例低，其日常活动范围也主要集中在特定社区的商业区、

公寓、酒店或城中村等，并且生活方式等文化差异使群体间形成社会距离，因而实际上居民

与非裔的日常接触仍是极其有限的。随着双方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交集和互动，尽管隔阂与误

解造成的负面看法依然存在，但大部分居民并不认为非裔对其生活、社区或整个城市构成重

大威胁，而总体上支持非裔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有正面影响。换言之，

大部分居民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外来的文化群体，而非威胁性的文化力量[63]。其结果是，对

非裔群体的接纳塑造了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移民品牌及其作为“全球城市”的积极意义。 

5 居民情感驱动的城市移民品牌化逻辑 

城市品牌化不完全是政府主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创造的过程，也是居民基于对地

方的感性认识，自下而上地塑造地方性，进而实现城市文化意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随着

地方政府、居民和非裔群体在中国独特的城市治理模式和本土价值体系下持续邂逅、协商，

不同主体的互动产生城市品牌意义不断被塑造的场域。在建设“全球城市”语境下，地方政

府通过有竞争力的叙事主导着城市形象的推广，非裔等跨国移民在城市品牌化中的角色尚未

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非裔空间所体现的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已然成为公众认可的广州

城市品牌。这一品牌化过程与居民日常生活的情感实践密切相关。 

根据研究结果，归纳出多元主体作用下居民情感驱动的城市移民品牌化逻辑（图 1）。在

居民感知非裔空间的过程中，媒体和生活经历是塑造居民情感的重要因素。首先，媒体对居

民情感的影响体现为正面表征与负面表征的二重性。一方面，宏观政治背景框定了城市尺度

的管理者应对跨国移民的态度，其结果是主流媒体成为叙事传递的工具，尝试通过正面表征

来规训居民情感和鼓励居民参与良性互动，进而使居民产生对非裔群体的认可。另一方面，

部分媒体（特指不代表官方立场的媒体）则基于利益考量，借助污名化的文化符号对非裔空

间进行负面表征，其结果是居民产生对非裔群体的否定、排斥和恐惧等负面情绪。此外，居

民并非媒体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也通过基于现实经验的理性判断来自觉抵制媒体的污名

化行为。其次，生活经历对居民情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特定群体的共同身份与居民-非裔间

的日常相遇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公共生活使特定群体形成身份认同，当共同的城市记忆被唤

醒，对非裔的“广漂”身份和相对弱势处境的感知使部分外来居民产生情感共鸣；二是不同

群体在公共或私密空间的频繁相遇触发居民对非裔的感知和联想，其结果是非裔群体形象认

知的流变，以及抽象化的地方文化意义在居民重新认识非裔过程中的再现。具体表现为日常

体验与地方意义的介入引发居民情感态度的微妙变化。最后，基于感知非裔空间的情感发生

过程，居民对地方意义的认识和构建拓展了身体官能的边界[71]，进而生成建设和破坏城市移



民品牌的感性力量。 

 

图 1 居民情感驱动的城市移民品牌化逻辑 

Fig.1 A framework for emotion-driven city branding by residents 

6 结论与讨论 

研究以广州非裔聚居现象及其意义生产为案例，分析了居民的地方感知如何受到媒体和

个体生活经历的影响，审视居民情感对城市品牌化的作用，并尝试剖析居民情感驱动的城市

品牌化运作机制。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品牌已成为世界各城市竞逐的目标，而城市的

有机发展为品牌化建设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城市移民品牌是这一问题的具体体

现。随着族裔社区生成城市社会文化意义（再）生产的“地方场域”，非裔聚居现象所体现的

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成为广州的城市移民品牌。尽管国家层面营造出中非友好关系的话语

体系，但地方政府并没有刻意利用非洲族裔及其文化景观来构建相关的品牌叙事。然而，这

并不意味着对非裔的接纳作为广州城市品牌的观点是不受认可的。广州之所以被认为是开放、

包容之城，在于其内部丰富的多样性及和谐性已然嵌入到广州居民的地方认同之中。在这种

地方意识的影响下，居民形成了关于非裔空间的解读方式。因此，恰恰是居民基于人地情感

关系去感知、想象和认同地方的意义，构建起特定的地方叙事，进而无形地塑造着广州开放、

包容的城市品牌内涵。但值得强调的是，居民情感也并非是连续、统一的整体，城市内部复

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表征的权力使得不同个体之间形成了差异化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

其结果是，由此形成的积极和消极的情感分别对广州的城市移民品牌化起到建设性和破坏性

的作用。 

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与地方进行情感上的互动为城市生活注

入了意义，因而情感已经成为城市品牌战略发展的重要资产之一[6]。现有研究集中讨论了品

牌化过程中人们获得的体验，而对城市居民的情感表达如何塑造品牌意义缺乏足够的关注。

在此意义上，本研究立足于城市移民品牌化背景，关注情感在建立和塑造人地联系中所扮演



的角色，从居民情感的视角丰富了城市品牌化理论的分析维度。在实践层面，广州以“建设

全球城市”为目标愿景，必然需要推广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以吸引全球流动资本。本研究

对城市品牌的情感性的强调将为其调动居民的情感资源以实现城市营销提供一定的现实参考。

最后，尽管广州本土社会被认为是具有极强包容性的，但不可否认部分居民排斥、贬低非裔

群体的观点也容易落入社会排斥的陷阱，进而对中非关系与广州参与全球城市竞争带来不利

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也应进一步关注如何协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充分发挥居

民情感的正面效应，以此实现城市品牌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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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a large number of African immigrants have gathered in communities such 

as Xiaobei and Sanyuanli in Guangzhou. Alo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frican ethnicity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Guangzhou to be 

a global city. With emotions becoming an important asset for city branding, the meaning-making 



process of non-marketer interventions is increasingly valued. However, current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city branding largely acquiesces to the secondary status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policy-driven contexts, and lacks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of how residents' bottom-up 

actions shape city branding. In contrast, this paper offer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city branding research 

by interpreting the emotional nature of space from the residents' perspective. Using case studie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taking the phenomenon of African community and its meaning 

production in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the research examined how residents' emotions occur 

influenced by media and life experience, explored the role of residents' emotions on city branding of 

immigrants, and preliminarily dissected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residents' emotion-driven city 

branding.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local government does not utilize the African ethnicity 

gathering phenomenon and its cultural landscape to construct a branding narrative, residents perceive, 

imagine, and identify with the meaning of place based on the human-place emotional relationship, 

which in turn invisibly shapes the open and inclusive city brand meaning of Guangzhou. However, 

residents' emotions are not a continuous, unified whole either; the organic development within the city 

makes residents interact with places in a differentiated emotional wa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 residen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toward the 

African ethnicity play constructive and destructive roles in city branding of immigrants, respectively. 

The research calls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residents' bottom-up emotional expression on city 

branding,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 realistic reference for city image management. 

Keywords: city branding; emotion; African community; Guangzhou 


